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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缓解城市化与土地资源刚性约束之间的矛盾以及保护土地资源，已经成为中国乃

至世界城市化过程中最紧迫的问题。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正是针对当前地方政府受托责任进行

监督审核的一种纵向监督机制，对土地资源领域的有效监管以及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具有重要作

用。文章采用我国 284 个地级行政区 2011−2017 年的数据，探讨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试点情况

与城市建设用地价格和面积之间关系，分析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土地资源出让行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1）自然资源离任审计试点地区在政策执行以后，城镇土地价格和面积都出现了明显的

降低，意味着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管理策略。（2）自然资

源离任审计制度通过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改变地方竞争目标以及影响环境治理等方面影响了地方

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并且能够缓解土地价格扭曲程度。（3）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地方政府土

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和交通用地的面积明显下降，而商业用地的面

积则明显上升；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的影响更加显著，试点后的土地

出让面积明显下降。文章为考察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的政策效果以及中国的土地资源管理政策

改革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土地资源；土地出让；离任审计；自然资源管理；建设用地

中图分类号：F205；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21）05−0153−16

DOI: 10.16538/j.cnki.jfe.20210217.202

一、引　言

根据联合国 2018 年《世界城市化前景》（Word Urbanization Prospects）报告，当前全球城市化

率达到了 55%，预计到 2050 年全球城市人口比例将达到 68%，其中中国城市人口将会增长

2.55 亿，位居世界第二（Sulemana 等，2019）。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对城镇土地资源的管理，土

地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Long 和 Qu，2018）。相比于其他要素，

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影响，土地资源的管理不仅关系到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还

是调控经济发展的战略工具（Xu 等，2020）。随着中国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经济转型以及土地要

素市场改革等形势发展，防止土地过度消耗、保护土地资源的呼声越来越高（严金明等，2019；

Mao 等，202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缓解城市化与土地资源刚性约束之间的矛盾以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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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化过程中最紧迫的问题（王德起和庞晓庆，2019）。

在中国的土地管理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为政策工具获取财政收

入、推动 GDP 增长，使得土地出让成为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由此催生的“土地财

政”和“土地引资”导致了中国土地市场的混乱和土地利用的低效率。统计数据显示，2011−

2018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从 33 166 亿元增长到 65 096 亿元，土地出让金占到了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 50% 以上，而 2018 年土地出让收入约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的 66.48%，相比于 2017 年

提升了 9.58%。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突破口，而土地资源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根据城市经济学理论，进行土地利用规制是将

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负外部性内部化的必要条件，能够纠正市场失灵（Anderson，2005；

Han 等，2020）。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围绕以价格为中心的市场型规制手段进行土地出让管理

（Cai 等，2009）。就中国而言，地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土地市场，成为土地规制的客体，这就决定了

市场型和信息型土地规制工具的作用受限。土地规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多大

程度上遵守相应的土地政策（Mckay，2007）。如何规范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提高土地资源

利用效率、保护稀缺的土地资源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杨晓和等，2017）。

虽然我国建立了以土地利用的法律法规和土地总体规划为核心，以及纵向垂直控制和横向

锦标赛体制相结合的土地规制体系（汪冲，2019）。然而现有研究认为我国基于中央规划的土地

出让系统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Tang 等，2020）。事实上，我国实施了三轮土地利用规划，第一轮

（1991−2000）和第二轮（1997−2010）并没有能够阻止建设用地的快速增长，第三轮土地规划

（2006−2020）仅用了 7 年就将全部规划的建设用地用尽（Wang 和 Ye，2016）。Gu 等（2015）认为由

于我国现有的土地规划体系与土地政策之间越来越不相容，从而导致城镇土地资源管理的低效

率。郁建兴和高翔（2012）认为现有纵向问责机制的局限弱化了政府的外在约束，因此需要强化

土地资源的问责机制。Ng 和 Xu（2000）、Zhu（2004）认为，由于地方党政领导缺乏完善的公共目标

和责任约束机制，地方政府能够对土地交易市场进行直接的干预，很容易造成土地规划制度无

法按计划实施，特别是当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变动时，地区的发展规划可能突然改变，导致土地政

策的不连续性，造成了“土地资源错配”，因此需要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保护层

面的目标不一致性问题。

2015 年展开试点、2018 年全面推广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将土地资源的

利用和保护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和领导干部追责机制，是国家审计向资源与环境保护

领域的扩展。将针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国家审计从经济审计向经济审计和资源环境审计相结合的

方向发展，进一步完善了地方党政领导考核机制（黄溶冰等，2019）。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

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并于 2015 年设立离任

审计试点，重点对大气污染、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资源环境领域进行审计监督，对地方

政府主要责任人履行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进行总体评价。同年 10 月，《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方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正式进入试点阶

段。2017 年颁布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在总结离任审计试点经验的

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的内容和重点。截至 2017 年，全国共对 827 个项目以及

1 210 位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了离任审计。2018 年，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进入全国推广阶段。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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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作用。事实上，贯

彻落实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是国家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地对地方政府不作为

和腐败滋生的重点领域进行监管，因此针对自然资源领域的离任审计制度对于国家生态文明体

系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吕晓敏等，2020）。

然而，当前关于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基础理论、审计内容和实施路径

等方面，而较少关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城镇土地资源管理的影响

（陈燕丽和王普查，2017）。刘文军和谢帮生（2018）从地方政府影响辖区内资源型和污染型企业

的行为转变层面，研究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公司层面的影响；黄溶冰等（2019）从环境保护

绩效层面研究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地区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杨晓和等（2017）对土地资

源离任审计的内涵和目标进行了界定，但是没有进一步分析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土地资源

的影响。那么，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的是：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的实行是否带来了地方政府土

地管理与利用行为的变化？有没有对地方政府形成外在约束？

本文根据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可能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研究假设，利用自然资源离

任审计制度在 2015 年试点、2016−2017 逐步推广、2018 全面实行的特点，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

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分析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前后土地出让的差异以及路径机制。研究发现，自然

资源离任审计的实行能够显著地降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面积，特别是能够通过提升地方治理

能力、影响地方引资竞争和环境治理三个方面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自然资源离任审

计制度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和交通用地的面积明显下

降，而商业服务业用地的面积则明显上升；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于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型城

市的影响更加显著，试点前后土地出让面积出现明显下降。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当前关于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

层面，而缺乏实证研究，本文则有利于理清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之

间的关系。第二，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与地方土地出让的

因果关系，验证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影响土地出让的路径机制。第三，本文为研究领导干部

离任审计制度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实证证据，丰富了中国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离任审计制度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土地市场经历了多次改革，从用地配额制度向土地市场化不断深

化发展，形成了政府主导和市场化相结合的土地市场。虽然市场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当

前我国以总量控制为目标的土地利用规划制度下，地方政府是城镇土地供应的唯一主体，对于

辖区内土地资源出让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能够决定土地供给的结构、面积和价格（Jiang 等，

2016；张莉等，2020）。2020 年第三次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我国城镇土

地利用应该根据分级审批制定的土地总体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分区和土地用途。政府

部门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和相关政策进行土地资源供给，拥有城镇土地出让的最终权利，形成了

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冀云阳等，2019）。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缺乏必要的监督，在

财政和晋升的双重压力下，部分地区不顾国家城镇土地管理条例，私自审批，围绕土地资源展开

了引资竞争，将规划用地在任期内提前出售，虽带来了短期收益，但是破坏了长期土地规划，造成

下任官员无地可用，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给城镇土地资源管理带来了严重威胁（李玉龙，

2019）。为了解决当前土地资源管理中的问题，需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机制，引入政府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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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以克服现有土地规制制度中的非正式制度，完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评估机制。

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资源集

约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安全，推动地方政府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土地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中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要求在于摸清土地资源总量，包

括土地征用面积、土地出让面积、耕地占用面积、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等，重点考察领导干部任职

期间土地资源的增减变化。根据土地面积和质量变化的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来评价领导干部的

土地保护责任情况，从而界定领导干部应该承担的责任。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将地方政府土

地资源管理行为与政治考核挂钩，建立土地纵向问责机制。通过对土地资源状况进行量化和披

露，“倒逼”地方党政官员树立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生态文明理念，能够解决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

自然资源保护的激励和约束不足问题，直接影响了地方党政领导的土地出让行为（Huang 和

Chan，2018）。地方官员结合土地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的总体要求，将土地资源管理作为政治晋升

的激励因素，尽可能地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制定工业、商业、住宅等不同用途土地的出售策略，使

得土地规模、产业布局等保持一致（唐宇娣等，2020）。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1：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将土地资源审计纳入其中，将地方政府土地资源管理行为与

政治考核挂钩，解决了土地资源保护的激励和约束不足问题，改变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动机，从

而减少了土地出让面积。

（二）离任审计制度影响土地出让行为的路径机制

图 1 展示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影响城镇土地出让的基本机制。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

影响城镇土地出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将土地出让纳入到国家审计，从而改变了地方党政领导考

核机制。土地资源作为一种稀缺的自然资源，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性特征。我国的土地

资源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政府只是接受公众的委托，代理履行土地资源管理职能。由于信息不

对称和土地管理制度缺陷，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在土地领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刘玉廷和武

威，2019）。中央政府土地管理的目标是维护公共利益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而地方政府由于

财政压力和晋升激励，更多地关注地方利益和短期利益（Wang 等，2017）。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

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了非合作博弈的发生（Wang 等，2017）。地方党政领导掌握着城市土

地出让的决定权，往往以土地作为政策工具来实现政治晋升的目标，从而选择性地实施中央土

地政策以服务于自身利益，导致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Wang 等，2020）。

为了强化政府受托责任，需要引入国家审计制度，加强对受托责任主体的监督。国家审计制

度作为政府问责的一项重要手段，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体系“纠偏”机制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马轶群和王文仙，2018）。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对土地资源进行监督，落实政府公

共受托责任，将城镇土地资源保护纳入到审计监督范畴，通过考核评价经济责任受托目标的完

成情况并实施问责机制，是现阶段我国提升土地资源保护效率的重要治理机制。作为一种顶层

设计，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以政府受托责任理论为基础，对地方党政领导经济受托责任进行

审计和问责，能够对土地出让进行有效监管，提升政府治理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2a：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作为国家审计制度的一部分，强化了对地方政府责任

的纵向约束和监管机制，能够通过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避免以土地出让换取短期经济利

益的行为，从而使得地方土地出让面积减少。

现有研究认为，在当前体制下，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动机来源于地方财政压力和政治晋升

压力（Wu，2019）。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以土地出让为核心的“土地财政”成为地方弥补财政

缺口、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颁发从法律上赋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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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唯一土地供应主体的地位，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占到了地方

财政总收入的 60%–80%（Wang 和 Ye，2016）。而以 GDP 为导向的官员晋升体系，使得地方政府

面临着事权和支出责任下移的被动型财政压力，在经济增长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承担了更多的

责任（Xu，2011）。

在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绩考核的双重压力下，为了保障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土地规划被作

为地方政府实现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的工具。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采取先建设、后吸引产业和

人口的城镇化模式，一旦产业或者人口集聚不足，将会带来城镇土地利用效率的低下（刘琼等，

2018）。同时，为了赢得地方竞争，获取政治晋升筹码，地方政府存在着“以地引资”而获取流动性

资源的冲动。地方政府在引资竞争中不仅会增加土地出让面积，降低土地出让价格，而且还会降

低引资质量而引发“逐底竞争”（杨其静和彭艳琼，2015）。地方政府竞相以土地出让为企业提供

“制度补贴”，争夺对 GDP 和财税贡献较大的产业部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由于经

济集聚程度较低，缺乏吸引投资的条件，为了争夺产业转移常常会放松环境规制。上述行为最终

导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和土地资源保护的激励和约束不足，造成土地出让乱象丛生，形成对粗

放增长模式的锁定效应，严重损害了地区环境治理和区域环境福利绩效，阻碍了中国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宋马林和金培振，2016；张少辉和余泳泽，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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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影响土地出让的基本路径与机制

 

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将土地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党政领导考核体系，形成了对地方党

政领导新的约束和考核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建立了地方党政领导的责任约

束机制与终身追责机制（张路和龚刚，2020）。首先，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可避免地方政府为了

单纯的经济增长而降低引资质量，改善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引资竞争行为，避免了地方政府为追

求短期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而在任期内大量出让土地。其次，由于离任审计制度本质上是对资

源和环境保护的制度束紧，确定了领导干部在资源环境保护领域的“一票否决”制度，使得地方

政府提高了环境规制水平，加强了对污染产业的监管。部分依靠压低地价吸引高污染高能耗企

业的地区发展模式受限，大量的高污染企业迁出，对地区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由于这些

地区本身经济基础薄弱，缺乏吸引投资的要素，从而造成土地需求减少，土地供给面积也因此被

动减少。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2b: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公共

目标和责任约束机制，改变了地方政府竞争目标，限制了地方政府的“以地引资”行为，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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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资用地”需求，从而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土地供应面积。

研究假说 2c：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束紧了资源和生态监管，对地方经济造成短期影响，土

地需求量被动下降，土地出让面积也因此减少。

（三）离任审计制度影响土地出让的异质性

为了平衡经济发展，在制定土地供应规划时，中央政府往往采用“偏向中西部”和限制大城

市规模、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土地供应政策（李宝礼等，2020）。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

要（2006−2020 年）》的总体要求，西部地区需要留存承接产业转移用地，中部地区则适度增加建

设用地供给以促进中部崛起，严格限制东部地区的建设用地用量，盘活建设用地存量，①这就使得

中西部地区的用地配额要大于东部地区。从城市层面来说，虽然《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调整方案》也同样提出要控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用地规模，但余吉祥和沈坤荣

（2019）的研究认为，城市人口集聚水平的提升导致“城市规模厌恶系数”变小，大城市反而能够

分配到更多的用地指标。特别是到 2019 年底，符合中国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大于 500 万）

标准的城市仅有十余座，这就意味着多数大城市并不在中央政府用地限制的范围。实际上，对于

大城市而言，省市两级政府有通过扩大城市规模来增强地方竞争力的动机，且大中城市占据了

新增建设用地 50% 以上的土地出让面积，中小城市的土地供应面积则低于大城市。

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下，中西部地区可供给土地面积增减的敏感程度要大于东部地

区，同时由于中西部地区缺乏吸引产业集聚的因素，“以地引资”的发展模式受限，地方政府也会

降低承接东部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规模和数量，以控制环境污染水平，从而进一步降低中西部

城镇建设用地的供给。而且大城市备用土地面积紧张以及城市规模扩大的矛盾较为集中，根据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大城市建设用地管理是城镇建设用地监管的重

要内容。因此，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于土地资源的监管更加集中于大城市，使得自然资源离

任审计制度对于大城市土地供应面积的影响要大于中小城市。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3a：由于可支配建设用地面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

于中西部地区减少土地供给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东部地区。

研究假说 3b：“城市规模厌恶”和大城市获得更多的土地配额之间的矛盾，使得自然资源离

任审计制度对于大城市减少土地供给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中小城市。

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并不能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在分权体制下，获取充足的财政

收入依然是地方政府关心的问题。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降低了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

程度，这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要从其他方面来弥补财政缺口。根据“资源诅咒”假说，资源是地方

政府可以获取的“意外之财”。对于资源丰富的地区而言，除传统的财政收入项目外，资源出让

收益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资源贫乏地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

研究假说 3c：由于弥补财政缺口工具的差异，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资源型城市降低土

地供给面积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非资源型城市。

我国当前正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工矿用地面积也在长期内保持较高水平。

但是，我国不同用途的城镇建设用地市场长期处于分割状态，根据土地规划确定的住宅用地、商

业用地、工业用地、交通用地、建设用地和其他用地等用地形式不能够随意改变。因此，地方政府

常常实行有区别的土地出让策略，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吸引产业转移，通过培育相关产业来

推动了本地经济的增长；同时，地方政府高价出让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对工业用地出让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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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横向补贴”，干预土地市场价格并以此获取财政收入和竞争优势（Huang 和 Du，2017）。这进

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倾向，造成了不同用途的城镇建设用地的资源错配；而自然资

源离任审计制度的执行，实质上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包含土地资源在内的资源环境管理的行

为进行监督和规范，使得地方政府以住宅、商业和工业价格“剪刀差”推动 GDP 的经济增长模式

受限，降低了土地对于工业投资的吸引力（刘守英，2017）。在离任审计制度下，地方政府需要落

实土地管理责任，在满足地区企业和商业发展的同时，更加强调土地审批的合法合规以及土地

资源的利用结构，兼顾社会福利，加强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用地的投入，从而优化土地资源的

配置、规模和结构，维持城市整体治理体系的稳定。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3d：由于不同用途的土地之间存在市场分割，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不同用途

土地出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的估计，以新增城镇建设用地面积表示地方政府的土

地出让行为。由于我国各城市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是在 2015−2017 年逐渐推广的，因此本文

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设定为：

Landit = β0+β1Auditit +δ
T Xit +αi+αt +εit （1）

i t Landit Auditit

αi αt

Xit εit

其中， 和 分别是地区和时间，被解释变量 表示新增城镇土地出让面积； 为政策虚拟变

量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政策执行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以衡量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城

镇土地出让的影响程度； 和 分别是年份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用来控制地区差异和城镇

土地管理的时间趋势； 为控制变量， 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反映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的长期效应，本文还定义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执行前

三年（Pre_1、Pre_2 和 Pre_3）和后两年（Post_1 和 Post_2）的年度变量：

Landit = β0+β1Auditit +β2Pre_iit +β3Post_iit +δ
T Xit +αi+αt +εit （2）

Pre_i post_i

Mit

其中， 和 分别代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实行前第 i 年或者实行后第 i 年。进一步地，

为了分析离任审计制度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影响机制，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调节变量 ：

Landit = β0+β1Auditit +γ1 Mit +γ2Audit×Mit +δ
T Xit +αi+αt +εit （3）

公式（3）的含义为，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Audit）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

（Land），而且受到调节变量 M 的影响，也即变量 M 增强或者降低了 Audit 对 Land 的影响。

（二）变量说明

本文以离任审计试点（Audit）作为离任审计制度执行的虚拟变量。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

在 2015 年进行试点，首批执行的城市数量为 19 个，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增加 81 个和 62 个，共

有 162 个城市开展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试点城市信息来源于各地区审计部门（黄溶冰等，

2019）。由于各地区实行离任审计开始的时间存在差异，因此进行以下假设：如果某地区上半年

实行则视为本年度采用离任审计制度，如果下半年实行则视为下一年度展开离任审计试点。

Land_Areait本文以新增城镇土地出售面积（ ）衡量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并将土地用途

划分为工业用地（ Industry）、商业与服务业用地（Business）、住宅用地（House）、公共服务用地

（Public）和交通用地（Traffic）。数据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com），并按照土

地用途和行政区划整理得到各地级行政区土地出售的面积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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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假设，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从政府治理能力、地方竞争和环境治理三个方面影

响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1）治理能力（Govern）。本文借鉴傅勇（2010）的做法，以财政负担率

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计算方法为每百万财政收入的公职人员数，将财政负担率正向化得到政

府治理能力。（2）地方引资竞争（Competi）。地方政府引资竞争主要针对流动性较强的资本，因此

本文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表示地方政府引资竞争。（3）环境治理（ER）。本文以节能环

保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环境治理。环保支出所占比例越高，说明地方政府对于环境

治理越重视。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城镇土地资源管理的影响，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从地区经济特征和地

方官员特征两个层面进行选择，主要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lnPgdp），以平减后的人均 GDP 对

数表示；（2）人口密度（lnDens），反映了地区人口集中程度，以每平方千米人口数的对数化形式来

衡量；（3）财政压力（Fiscal），是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以（财政预算支出–财政

预算收入）/GDP 来衡量；（4）金融发展程度（Financial），以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 GDP 比重表示，

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融资”获取财政收入，因此可能会降低对土

地出让获取财政的依赖程度；（5）产业结构（IS），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表示，第二产业

特别是工业部门是地方引资的关键产业，占据了土地出让的绝大部分比例；（6）地方官员特征，主

要从地级市市长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研究生以上学历=1，否则为 0）、性别（Gender）（男

性=1，女性=0）、是否为第一年任期（Tenure1）（是=1，否=0）以及是否为第五年任期（Tenure5）

（是=1，否=0）进行控制。其中，对于官员任期的控制主要考虑地方政府官员在第一年任期往往会

制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而第五年任期则面临离任审计。由于存在官员调动，因此本文以本年任

期最长的市长作为本地区官员特征变量。

本文选择我国 284 个地级行政单位的行政中心所在城市 2011−2017 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

本 。 数 据 主 要 来 源 于 《 中 国 城 市 统 计 年 鉴 》 《 中 国 区 域 统 计 年 鉴 》 。 对 于 涉 及 价 格 的 指 标 以

2011 年为不变价进行调整。为消除异方差，本文对指标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并进行了方差膨胀

因子（VIF）和 Pearson 相关系数检验，结果显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表 1 为自然资源离任审计与城镇土地出让之

间的基本回归结果，分别估计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试点（Audit）以及试点期间各阶段（Pre_i 和

Post_i）的估计结果。

根据表 1 可知，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实行前后城镇土地出让（Land）存在显著差异。仅考

虑政策前后差异的情况下，模型（1）和模型（2）中核心变量 Audit 的估计系数分别是−0.185 和

−0.119，且都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离任审计试点的实行对于城镇土地出让具有显著

的影响，明显降低了新增城镇土地出让面积。从动态趋势来看，在离任审计试点之前（Pre_1、

Pre_2 和 Pre_3）的系数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在离任试点之前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与土地

供应面积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而离任试点执行之后系数分别是−1.095 和−0.899，均通过了

1% 的 显 著 性 水 平 ， 说 明 离 任 审 计 制 度 实 行 之 后 土 地 出 让 面 积 出 现 了 显 著 下 降 。 Post_1 和

Post_2 的系数显示，离任审计制度具有长效机制，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试点两年以后依然显著地

降低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面积。表 1 的结论验证了研究假说 1，即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执行

前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存在明显差异，离任审计制度试点地区的土地出让面积会显著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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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离任审计制度对城镇土地出让的影响

（1）Land （2）Land （3）Land （4）Land

Pre_3 −0.563（0.347） −0.527*（0.290）

Pre_2 −0.212（0.256） −0.296（0.297）

Pre_1 −0.564（0.359） −0.493（0.298）

Audit −0.185***（0.038） −0.119***（0.043） −1.095***（0.286） −0.899***（0.292）

Post_1 −1.687***（0.286） −1.282***（0.314）

Post _2 −1.192***（0.287） −0.707**（0.349）

lnPgdp 1.307***（0.193） 0.866（0.960）

Age 0.002（0.005） −0.055**（0.023）

Edu −0.075***（0.026） −0.194（0.141）

Gender −0.075（0.061） −0.562*（0.303）

Tenure1 −0.030（0.025） −0.239*（0.126）

Tenure5 −0.100*（0.053） −0.109（0.261）

IS 0.371（0.237） −1.287（1.401）

Fiscal 0.007（0.005） −0.029（0.026）

Fanancial 0.257***（0.084） −0.148（0.434）

lnDens 1.189（1.076） 1.989（1.327）

Constant 7.253***（0.013） −2.919（2.389） 4.538***（0.113） −0.029（0.026）

Year/City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988 1 988 1 988 1 988

Adj-R2 0.609 0.635 0.447 0.453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机制分析

为了分析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机制，本文以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Govern）、地方竞争（Competi）和环境治理（ER）为调节变量，作为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Audit）

的交互项加入模型，结果如表 2 所示。在模型（1）−模型（3）中，Audit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表 1 中

的系数基本一致；政府治理能力（Govern）和环境治理（ER）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政

府 治 理 能 力 的 提 升 和 环 境 规 制 标 准 的 提 高 ， 可 以 降 低 地 方 政 府 土 地 出 让 的 面 积 ； 地 方 竞 争

（Competi）程度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地方政府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越激烈，越倾向于

“以地引资”，通过大量出让土地来获取流动资本。

表 2 中三个模型的交互项系数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也即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通

过影响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引资竞争以及环境规制标准，进而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面积。

这与研究假说 2a、研究假说 2b 和研究假说 2c 一致。其政策含义是：首先，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

度的实行，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管理中的受托责任，有效地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从而更好地行使土地资源管理职能，重视土地资源的保护，将土地资源的长期开发

与短期出让相结合，避免依靠短期土地出让来获取经济利益，达到土地资源保护的目的，由此带

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面积的下降。其次，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将土地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保

护同时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中。地方政府官员为了避免因为资源和环境问题被“一票否决”，开始

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资本的进入，改变地区引资策略，使得区域内“引资用地”需求总量下降，

从而降低了土地出让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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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离任审计制度影响土地出让的路径机制

（1）Govern （2）Competi （3）ER

Audit −0.104**（0.052） −0.115**（0.058） −0.094**（0.045）

Govern −0.039***（0.010）

Competi 0.021**（0.011）

ER −0.455***（0.044）

Audit #Govern −0.006**（0.002）

Audit #Competi −2.595**（1.235）

Audit #ER −0.019**（0.008）

Year/City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984 1 984 1 984

Adj-R2 0.639 0.635 0.659

　　注：控制变量与表 1 一致；由于篇幅限制，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列示。下同。

（三）异质性分析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土地出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考虑到区域

差异、城市规模差异和资源禀赋差异，本文对 284 个地级市进行子样本划分，估计结果如表 3 所

示。根据表 3 可知，东部地区离任审计试点的系数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中西部地区离任审计试

点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无证据表明离任审计制度能够对东部地区的土地出让产

生影响，但是离任审计制度能够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新增土地出让面积。由于中央政府在制定

土地利用规划时基本执行的是“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政策，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可支配的土

地总量远远高于东部地区。为了吸引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往往依靠土地出让开展“引

资竞争”，从而增加土地供应面积，降低环境规制标准，而离任审计制度针对土地资源管理和环

境保护的监管遏制了中西部地区的这一行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以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作为地区

经济的重要支柱，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束紧土地资源保护和生态监管的背景下，势必会对

地区经济造成较大影响，进而使得土地需求进一步减少。
 

表 3    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不同经济特征土地出让的影响

（1）东部 （2）中西部 （3）大中城市 （4）非大中城市 （5）资源型城市 （6）非资源型城市

Audit −0.070（0.064） −0.151***（0.058） −0.204***（0.068） −0.103*（0.054） −0.213***（0.080） −0.071（0.050）

Year/City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97 1 187 475 1 509 782 1 202

Adj-R2 0.683 0.593 0.733 0.542 0.530 0.679

费舍尔检验 P 值 0.000 0.000 0.000
　　注：大中城市划分标准依据国家统计局划定的“70 个大中城市”；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划分标准依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

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从城市规模差异来看，大中城市和非大中城市离任审计试点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但是费舍尔联合检验（Fisher’s Permutation test）拒绝分样本系数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的原假

设。这就意味着离任审计制度在不同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异质性，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大中

型城市土地供给面积的减少程度大于非大中城市。大城市的规模扩张与备用土地面积之间的矛

盾十分突出，而中小城市发展水平较低，处于城镇化的初期阶段，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针对土

地出让的监管制度，使得大城市的土地出让对于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的敏感程度更高，从而

验证了研究假设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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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资源禀赋来看，离任审计制度显著降低了资源型城市的土地出让面积，但是对非资

源型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一方面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可以规范地区资

源开发行为，改变地区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影响了地区资源型支柱产业，从而可能导致地区土

地需求的被动下降；另一方面，资源被称为地方财政的“意外之财”，是政府可以获取的额外财政

收入，能够弥补因为土地财政依赖下降所带来的地方财政总量降低。在离任审计制度下，资源型

城市在土地资源与本地区丰裕的自然资源之间可以实现“权衡”，因此降低土地出让面积对本地

区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影响要小于非资源型城市。

表 4 为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不同类型土地出让面积的政策评估结果。从中可以看出，

离任审计制度对不同用地类型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离任审计制度降低了工业用地、住宅用地

和交通用地的出让面积，但是显著地增加了商业用地面积。刘守英（2017）认为，自 2008 年金融危

机以后，工业用地在地方竞争中的作用降低，因此地方政府适当降低工业用地供给对于财政收

入的影响较小，而且较少的工业部门意味着更优的生态环境，在环境污染同样纳入自然资源离

任审计制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选择降低工业用地供给这一最优策略。结合商业用

地出让面积增加这一现象，可以认为由于面临土地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监管，地方政府出于

环境保护的目的，更加倾向于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住房用地面积的减少则说明离任审计制度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而交通用地出让面积减少则反映了离任审

计制度下地方政府降低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领域的土地出让。
 

表 4    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异质性土地用途的影响

（1）Industry （2）Business （3）House （4）Public （5）Traffic

Audit −0.236***（0.044） 0.247**（0.117） −0.244***（0.041） 0.085（0.061） −0.298***（0.052）

Year/City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988 1 954 1 984 1 988 1 984

Adj-R2 0.748 0.265 0.762 0.703 0.646
 
 

（四）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条件是政策外生，即如果存在其他影响土地出售的

因素没有被识别，那么对照组和处理组之间的趋势是不同的。表 1 中的模型（3）和模型（4）通过

加入时间虚拟变量表明，离任审计前后虚拟变量系数显著性存在差异，验证了平行趋势的存在。

2. 安慰剂检验。考虑到多时点 DID 政策的实行时间存在差异，本文的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通过重复抽样生成随机政策时间和替换处理组两种方式进行。首先，采用 1 000 次抽样生成

随机政策时间的方式，将抽样结果进行估计并生成系数和 P 值的核密度分布（限于篇幅，核密度

分布图没有给出）。其次，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进行调换，假设试点

地区并没有实行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得到表 5 中模型 1 的实证结果。两种安慰剂检验结果

均证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政策效应不具有随机性。

3. PSM-DID 检验。为了降低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直接作为虚拟变量所带来的参数估

计偏误，我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进行对照组和处理组的邻近

匹配，删除不满足观测条件的样本以后重新进行多期 DID 估计。结果如表 5 中的模型 2 所示，系

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从而证明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4. 内生性检验。为了克服由于互为因果或者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地级市

行政审批中心数量作为工具变量（IV）。在保障工具变量满足统计假设的前提下，依次采用两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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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近乎外生”（Plausibly or approximately exogenous）的近似于零方法（LTZ）

进行估计（Conley 等，2012）。表 5 中的模型（3）和模型（4）表明，在控制内生性以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表 5    稳健性检验

（1）互换处理组 （2）PSM-DID （3）IV_2SLS （4）IV_LTZ

Audit 0.048（0.047） −0.193***（0.067） −7.139*（3.770） −9.276*（5.207）

Year/City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984 1 720 1 988 1 988

Adj-R2 0.652 0.634 0.906
 
 

五、进一步讨论：离任审计对土地出让价格的影响

2007 年《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发布以后，土地价格市场化进程极大

地加快，逐步建立了具有竞争性和透明度的土地市场，但是政府依然对土地市场进行强有力的

干预（Wang 等，2020）。在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决定土地出让方式，

人为设定土地出让的条件，对土地出让方进行考察甚至违规进行行政干预，使得土地受让方很

大程度上成为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田文佳等（2019）认为，当前我国土地价格基本上以市场化

定价为主，但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政策使得地方政府对价格的干预程度实际上高于对土地出让

面积的影响程度。我国严格限制农业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使得可供出让的土地面积减少，土

地供应量低于潜在需求量，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供给弹性非常小，导致土地价格无法反映市

场边际支付意愿，推动了土地价格的提升（Kim 和 Cho，2010）。另外，政府土地出让属于一级市

场，和房地产市场存在着直接的供需关联和相互作用。土地出让价格的提升直接导致了房地产

市场的价格上升；反之，房地产价格提升又会提高土地价格。房地产市场可以将土地价值转移到

居民，因此政府缺乏打击房价的激励。根据市场供需关系，新增土地面积的降低可能会推高土地

价格，但离任审计制度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方式和价格的干预，从而影响土地出让价

格。因此，本文进一步估计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的实行是否能够影响土地出让价格。

表 6 中的模型（1）−模型（6）分别估计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土地出让的平均价格以及

分用途土地价格的影响；模型（7）则将被解释变量改为以商业和住宅用地的平均价格与工业用

地价格的比值表示的“土地价格扭曲”程度（Price_Distor），用来进一步验证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

度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在模型（1）中，自然资源离任审计（Audit）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试点地区的土地出让价格有所降低，土地出让的价格并没有随着新

增土地出让面积的降低而提升。根据模型（2）−模型（4）的估计结果，离任审计制度实行以后，离

任审计制度（Audit）对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影响系数都显著为负，而对商业用地的影响系数则

显著为正。对模型（2）和模型（4）的系数差异性进行统计检验，结果显示核心变量 Audit 的系数

P 值在 1% 的水平显著，意味着离任审计制度下住宅用地价格的下降程度要小于工业用地价格

的下降程度，说明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的执行影响了地方政府依靠“价格剪刀差”展开引资竞

争和土地财政的行为。这与模型（7）中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的执行有效地缓解了地方土地价

格“扭曲”程度的估计结果一致。究其原因，可以从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下地方政府对土地价

格的干预以及土地供需关系变化两个方面来解释。

从政府干预价格的层面来看，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下，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出售未规划

土地和人为推高土地价值的行为被纳入审计范畴，这提高了地方政府打压房价的政治激励，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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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土地出让市场化趋势的回归，缓解了土地价格“扭曲程度”，从而降低了土地出让价格。从

土地需求变化的角度来看，由于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使得地方政府提

高环境标准，改善本地区产业结构，挤占了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发展空间，造成了地区经济波动，

大量的高污染企业被迫迁出，工业用地需求量降低；产业部门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推高

了商业用地价格；而产业变动带来就业岗位的变化，进而影响人口集聚水平，从而影响住宅用地

需求，造成了短期土地需求的“被动”下降。
 

表 6    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土地出让价格的影响

（1）P_Land （2）P_Industry （3）P_Business （4）P_House （5）P_Public （6）P_Traffic （7）Price_Distor

Audit −0.390***（0.113） −0.156***（0.047） 0.221**（0.106） −0.126***（0.044） −0.030**（0.012） −0.144**（0.056） −0.168**（0.080）

Year/City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988 1 984 1 954 1 984 1 984 1 984 1 988

Adj-R2 0.573 0.745 0.264 0.758 0.572 0.641 0.551
 
 

总之，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通过影响地方引资竞争和环境保护而综合影响了地方政府对

于土地出让价格的干预和土地供需变化，导致平均土地价格、住宅用地价格和工业用地价格下

降，以及商业用地价格水平的提升，并缓解了城镇土地出让中存在的“价格扭曲”现象。

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我国 284 个地级行政区 2011−2017 年的数据，探讨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试点

与城市建设用地价格和面积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城镇土地资源出让行

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源离任审计政策能够显著地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政策

试点地区的土地出让面积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考

核机制，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地方竞争和环境治理而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产生

影响；（3）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从土地用途来看，工业用

地、住宅用地和交通用地的面积明显下降，而商业服务业用地的面积明显上升；自然资源离任审

计制度对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的影响更加显著，试点前后土地出让面积出现明显下降。

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是我国具有创新性的资源环境管理政策，是强化生态文明治理体系

的重要举措。2018 年以后，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经过三年试点之后开始在全国推行，这就意味

着未来对土地资源进行离任审计将成为一项长期制度。为了有效地发挥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

对于城镇土地资源管理的作用，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在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完善自然资源

离任审计制度的长期约束机制。本文的研究表明，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出

让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降低了土地出让的面积和价格。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是促进地方政

府落实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责任的重要制度安排，地方主要领导干部作为自然资源管理的

第一责任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执行中央政府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的程度。将领导干部在任期内

对于自然资源保护的成果纳入其政绩考核中，对损害自然资源的行为进行终身问责是一项强有

力的外部监督制度。因此，为了避免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让换取政治晋升筹码以及滋生破坏土

地资源的现象，需要建立起长期、稳定的离任审计制度，针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进行定

时、定量的审计考核。（2）建立可量化的自然资源离任审计目标。在具体的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工

作中，土地出让的面积和价格，以及土地征用面积、耕地占用面积等都是反映土地资源增减变动

的可量化指标。但是，需要处理好土地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区分经济增长带动的土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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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政府土地财政带动的土地需求之间的差别，区分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导致的土地面积增减

变化。只有建立起约束与激励并存的土地资源量化审计目标，才能有效遏制地方政府通过土地

财政和土地融资进行地方竞争而形成的土地资源低效率开发和浪费行为。（3）自然资源离任审

计既要坚持制度公开透明，也要结合地区发展的客观情况。由于城市规模、经济水平和资源禀赋

等的差别，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产生的政策约束程度存在异质性，因此在具体政策执行时，需

要特别注重差异性，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同时，需要认识到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的目的

在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土地资源保护效率，从而实现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良性循环；

需要避免让离任审计制度成为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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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uditing outgoing officials’ natural resource asset management (AUDIT) is an important in-

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t aims to strengthen the responsibility re-

straint mechanism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solve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

ments i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rough the performance appraisal of the accountabil-

ity of officials. AUDIT includes mineral，water，and land resources，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and

other aspects. However，the current research on AUDIT mainly focuses on the basic theory，audit content，and

implementation path，and less on its impact，especially on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land resources. The con-

tradiction between China’s “land finance” and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land elements has become in-

creasingly prominent. H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UDIT brought about changes in the behavior of local gov-

ernments regarding land management and use? Are there any external restraints on local governments? No re-

search has yet been conducte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us，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time-vary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and a moderating ef-

fect model of the impact of AUDIT on land grants. Using the data of 28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7，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in local governments’ land grant behavior before and after

AUD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UDI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area of local govern-

ment land grant，especially by improving local governance capacity，affecting local investment competi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First，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it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 and the land grant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Second，the DID

and moderating effect models verify the path mechanism of AUDIT affecting land grant. Third，it enriches the

theme and paradigm of the research on AUDIT，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UDIT，and enhanc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

ization system.

Key words:  land resources； land grant； outgoing audit；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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